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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基于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搬迁农户调查 

周丽 黎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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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绩效,基于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

模型分析了社会适应与政治信任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较高,移

民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于一般状况;社会适应、政治信任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并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有很高预测效果;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移民政策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但对满意度预测

作用较小。据此针对性地提出提高社会适应性、增强政治信任度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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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扶贫搬迁安置,旨在突破当地深度贫困

与生态环境制约、发展条件约束相互交织的多重束缚,达到脱贫减困、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政策目标。随着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全面推进和实施,中国已有 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扶贫搬迁摆脱了生存困境。但由于部分移民脱贫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

足、适应能力不强,存在生计脆弱性和返贫风险性,导致未来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有可能存在[1]。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调查

显示,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贫困边缘人口中还有近 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鉴于此,如何进一步优化政

策措施,解决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有效避免“脱贫—返贫—脱贫”循环陷阱,成为当前提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绩效的必经途径。 

绩效是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良好的实施绩效是政府政策追寻的目标,因此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其绩效

影响因素的探索,也是政策继续、优化、终止和重新制定的重要依据[2]。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实情况可以由移民政策的满意

度来侧面反映,也可以据此衡量帮扶措施的精准程度和帮扶成效,因此作为衡量易地搬迁政策绩效的重要维度,移民对易地搬迁

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政策优化进而提升扶贫搬迁绩效意义重大。现有研究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研究

多数是针对搬迁贫困人口开展的,主要探讨了个体、家庭和政策参与特征等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从现有研究看,年龄、性别、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家庭收入、人口结构、区位条件等家庭特征对政策满意度影响的程度和方向结论不一[3,4],政策

认知
[5]
、项目参与

[6]
、收益度

[7]
等参与特征对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还有研究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拓展,探讨了代际

支持和干群互动[8]、家庭资本和政治信任[9]、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就业保障[10]等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 

实际上,易地搬迁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移民重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过程,移民搬迁安置面临着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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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生产技能和生产体系的削弱,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这些因素的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移民因无法适

应而陷入困境。因此,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移民搬迁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能否恰当解决移民搬迁后的社

会适应是移民搬迁工程成败的关键
[11]

,也是影响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一个核心因素。 

同时,易地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移民工程,其政策执行与其他扶贫政策一样都是通过“高位推动—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

理”的方式,来减少“政策传导失真”和“政策执行梗阻”现象,达到政策设定的减贫脱贫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绩效[12,13]。但在易地

搬迁政策推进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政策设计不合理[14]、执行偏差[15,16]、对象识别[17]、政策衔接[18]、层级变通[19]等政策设计和执行

层面的问题,再加上易地搬迁带来的部分村庄治理秩序解构和民主机制失灵[20],基层政府政策实施主体的价值偏好、素质能力和

办事效率等有限[21],促使移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和信任机制出现滑坡[22],政策如果不能更多地获得移民的理解、信任与执行,

就可能会造成农村社会张力扩大化,激化农村社会矛盾
[23]
,进而影响到移民政策满意度评价。 

现有研究从移民社会适应和政治信任视角,展开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作用机制的探索,为科学评价易地搬迁政策绩效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一是研究区域上,对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和“主战场”的集中连片特

困区关注不够,尤其是从易地搬迁对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维度开展的研究不足。而这部分移民,因其自身资源

质量低、资产存量少、综合素质落后等原因,生计脆弱性较强,容易返贫陷贫,这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的稳定,也关系到这部

分群众能否与全国一同进入全面小康。二是研究视角上,鲜有文献探讨社会适应和政治信任两个视角下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

意度。基于此,本文将立足移民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视角,采用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移民

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与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精准完善易地搬迁政策、提高政策实施绩

效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适应与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调整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过程[24]。在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中,移民离开原居住地

进入新安置地,必然要重新适应易地迁移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改变。即移民个体的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禀赋配置等随搬迁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以适应安置地外部环境,这一重新适应的过程就是移民的社会适应。

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是关乎易地搬迁成败的核心所在,因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中的稳得住和能致富实现关

键就取决于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因此,移民的社会适应直接影响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依托水库工程移民、

生态移民、避灾避险移民等大型移民工程的实践,学界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对社会适应内涵的探究,学者们

根据各自研究的目标设定,基本上都是围绕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经济适应、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文化适应等

方面进行展开[25-28]。综合已有研究,并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际情况,将移民的社会适应主要设定在生活适应、生产适应和社

会融入适应三个方面。一般来说,移民在搬迁后的生活越适应、生产越改善、人际越融入,其总体的社会适应程度越高,对扶贫搬

迁政策的评价也会相应提高。由此,提出假设H1:社会适应对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二)政治信任与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政治信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政治信任研究交叉融入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并被公共政策学广泛用于公共政策执行和

绩效评价研究中。本研究中探讨的政治信任是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公众的这种信念和信心是其

遵守政府行政决定、政策措施、规章制度的心理前提[29]。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对政策参与和政策评价具有显著影

响[30]。这意味着,公众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其公共活动参与度和公共政策遵守度就相应越高。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扶贫

搬迁模式,移民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最终的实施成效评价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治信任增加了政府与

移民间的沟通互信,能有效提高移民政策认知度和政策实施配合度,节约施策成本,并促使政府增加扶贫公共服务和扶贫公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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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有效供给,以此增加移民政策满意度;另一方面,政治信任的建立也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完善措施、创新机制时要以移民利

益为出发点,减少政策设计偏差和政策执行扭曲,保障移民合理权益,从而提高移民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将政治信任纳入影响

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核心因素加以分析。综合已有研究并考虑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实际,将本研究所探讨的政治信任确

定为,移民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落实主体、执行过程、实施结果及政策预期的总体评价,由主体信任、机制信任、绩效信

任和预期信任四个指标来衡量。基于此,提出假设 H2:政治信任对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作为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全国有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济发展滞后,支撑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

矛盾突出,是易地搬迁的重点区域。湖南省易地搬迁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片区,搬迁人口占全省搬迁人口总数的 68.24%。因此,

本文选择位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片区周边的茶陵县、常宁市、桃源县、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麻阳县 7个县(市

区)作为研究区域,这些县(市区)均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易地搬迁工作重点县。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湖南易地扶贫搬迁成效评估与后续政策优化研究》项目。通过抽样对抽取的移民进行入户问卷

调查,调查数据采集时间设定为搬迁前 1 年为 2016 年,搬迁后 1 年为 2017 年。本次调查涉及 229 户移民户 844 个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1.因变量。 

设定为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由调查问题“您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衡量,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

意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表明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越高。 

2.核心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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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政治信任和社会适应:(1)政治信任,由主体信任、机制信任、成效信任、预期信任构成。主体信任由

问题“您对当前干群关系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对干群关系越满意;机制信

任由问题“您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过程公平吗”测度,选项赋值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对政

策执行过程公平越满意;成效信任由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对您及家庭帮助大吗”测度,选项赋值从没有作用到作用很大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对易地扶贫搬迁帮助作用越满意;预期信任由问题“您认为能否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来实现家庭脱贫致

富”测度,对选项“说不清、不能、能”依次赋值1～3,得分越高,说明对易地扶贫搬迁预期越高。(2)社会适应,由生活适应、生

产适应、社会融入适应构成。生活适应由生活水平评价、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两个变量衡量,生活水平评价指标由问题“您对当

前生活水平的总体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水平提升越满

意。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指标由问题“您对当前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 1～

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善越满意;生产适应由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情况、非农收入占比比较、生

计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三个变量衡量,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情况指标由问题“您对搬迁后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情况”测度,选项赋值

从很不适应到很适应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搬迁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越适应。非农收入占比比较指标由问题“搬迁

前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对比”,对选项“比搬迁前低、与搬迁前一样、比搬迁前高”依次赋值 1～3,得分越高,说明搬

迁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指标由问题“您对当前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的评价”测度,选项赋值从很不

满意到很满意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移民对政府当前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越满意;社会融入适应由人际交往、社区融入两

个变量衡量,人际交往指标由问题“您与当前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选项赋值从不交往到经常交往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

明移民与当前周边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越好。社区融入由问题“您对目前社区的融入认可程度”测度,对社区融入认可程度从非常

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赋值 1～5,得分越高,说明对社区融入认可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本研究考察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人口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家庭人口特征由家庭平均文化程度、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

姻状况四个指标测度,安置点特征由安置点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两个指标测度。上述变量选取及说明见表 1所示。 

表 1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变量赋值及说明 均值 

标准

差 

因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

意度 

您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

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很满意=5 
4.231 0.883 

政治信任 

执行主体信任 您对当前干群关系的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很满意=5 
4.131 0.759 

执行机制信任 
您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过程公

平吗 

非常不公平=1;不太公平=2;一般=3;比

较公平=4;非常公平=5 
4.642 0.650 

政策成效信任 
易地扶贫搬迁对您及家庭帮助大

吗 

没有作用=1;作用较小=2;一般=3;作用

较大=4;作用很大=5 
4.445 0.726 

政策预期信任 
您认为能否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

施来实现家庭脱贫致富 
说不清=1;不能=2;能=3 2.035 0.934 

社会

适应 

生活适

应 

生活水平总体

评价 
您对当前生活水平的总体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很满意=5 
3.948 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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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条件居住

环境 

您对当前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

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很满意=5 
3.541 1.115 

生产适

应 

农业生产方式

适应 

您对搬迁后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

情况 

很不适应=1;不太适应=2;一般=3;比较

适应=4;很适应=5 
4.860 0.518 

非农收入占比

比较 

搬迁前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比例对比 

比搬迁前低=1;与搬迁前一样=2;比搬迁

前高=3 
2.515 0.684 

产业帮扶政策

落实 

您对当前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

策的评价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很满意=5 
4.179 0.711 

社会融

入适应 

人际交往 您与当前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 
从不交往=1;较少交往=2;一般=3;较多

交往=4;经常交往=5 
3.201 1.202 

社区融入 您对目前社区管理的认可程度 
非常不认同=1;不太认同=2;一般=3;比

较认同=4;非常认同=5 
4.415 0.625 

人口家庭特

征 

家庭平均文化程度 您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中专=4;

大专及以上=5 
2.314 0.746 

户主性别 性别 男=1;女=2 1.070 0.255 

户主年龄 年龄 
30 岁以下=1;30-39岁=2;40-49 岁

=3;50-59 岁=4;60岁及以上=5 
3.865 1.017 

户主婚姻状况 您的婚姻状况 已婚=1;离婚或丧偶=2;未婚=3 1.397 0.657 

安置点特征 

安置点地理位置 所在安置点到最近乡镇的距离 
15 公里及以上=1;10-15公里=2;5-10 公

里=3;5公里以内=4 
3.030 1.055 

安置点经济水平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在所在县的

层次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1.716 0.981 

 

总体来看,样本移民农户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但政策预期信任显示移民对搬

迁脱贫致富预期不高;样本移民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于一般状况,生活、生产和社会融入适应均有处于一般状况的衡量变量。 

(三)计量模型选择 

考虑到研究变量主要为有序和无序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专门用于分类变量量化分析的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移民易地搬迁政

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优尺度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Y 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χi为自变量,βi为待估计的自变量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各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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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值。 

四、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满意度现状分析 

描述统计分析表明(见表 2),当前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持明确肯定态度的比例为 90.4%,且满意度均值

为 4.23,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持续推进的成效明显,获得了搬迁群众很大程度的支持和认可。但也要看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还

需进一步完善提升,仍有 9.6%的移民农户对其持否定态度或一般评价,表明有部分移民农户可能因为在政策理解上存在偏差或政

策效果上存在不满,而对易地扶贫搬迁持否定态度或一般评价。其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制度执行的信任因素、社会适应

因素以及社会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等因素,均可能对移民农户满意度评价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表 2满意度现状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很满意 合计 均值 

样本数百分比/% 73.05 62.62 93.93 11248.91 9541.49 229100.0 4.23 

 

(二)计量结果分析 

运用 SPSS19.0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第一,F=3.913,P值趋近于 0,说明模型有统计学意义;第二,调整后

R2=0.406,表明回归方程解释总变异的程度为 40.6%,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第三,各变量转换前后容差值均大于 0.1,表示解释变量

无明显共线性,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 3政治信任、社会适应对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估计结果 

 
变量 

标准化系

数 

标准误差的 Bootstrap(1000)估

计 

重要

性 

容差 

转换

后 

转换

前 

政治信任 

执行主体 0.202*** 0.092 0.130 0.781 0.782 

执行过程 0.129** 0.072 0.008 0.749 0.812 

政策绩效 0.220*** 0.104 0.076 0.859 0.756 

未来预期 0.235*** 0.101 0.007 0.807 0.755 

社会适应 

生活适应 

生活水平总体评价 0.223** 0.126 0.157 0.828 0.621 

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 0.121
*
 0.080 0.071 0.697 0.490 

生产适应 
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情

况 
0.161 0.142 0.028 0.900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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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收入占比前后比

较 
0.089* 0.052 0.010 0.944 0.935 

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

况 
0.262*** 0.114 0.159 0.629 0.486 

社会融入适

应 

人际交往 0.118** 0.065 0.021 0.867 0.838 

社区融入 0.228*** 0.091 0.141 0.776 0.797 

家庭人口特

征 

家庭平均文化程度 0.222** 0.125 0.059 0.886 0.845 

户主性别 0.097* 0.057 0.014 0.937 0.912 

户主年龄 0.117*** 0.057 0.022 0.895 0.825 

户主婚姻状况 0.163** 0.081 0.033 0.864 0.825 

安置点特征 

地理位置 0.143* 0.090 0.037 0.767 0.559 

经济水平 0.174** 0.100 0.027 0.760 0.576 

样本数 229 

调整后 R2 0.406 

Sig. 0.000 

F 3.913 

 

从表 3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政治信任、社会适应、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不一。从重

要性指标看,其数值越大,表明变量对政策满意度的预测效度越大。社会适应变量的重要性值为 58.7%,对满意度预测作用最大;

其次是重要性值为 22.1%的政治信任变量,对满意度预测作用较大;而人口家庭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对满意度的预测作用相比较小,

重要性值分别为 12.8%和 6.4%。对结果进行具体分析有: 

1.社会适应对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社会融入适应三个变量均对满意度有着显著

正向影响,重要性分别为 22.8%、19.7%和 16.2%,对满意度预测贡献均比较大。第一,生活适应因素对移民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

影响,其衡量指标生活水平、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水平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在于,生计改

善是扶贫搬迁的主要目的,也是移民搬迁的直接动因,搬迁后移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满意度相应也会提高。住

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调研中移民普遍反映,易地扶贫搬迁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

善,安置点统一规划建设的水、电、路、气、房、网和文教卫体设施,极大地改善了移民的生活环境,这也是搬迁前后移民生活对

比最明显的地方,房屋作为移民最重要的物质资本,其改善增值的搬迁安置红利提高了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第二,生产适应因素对移民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衡量指标非农收入占比前后比较和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均对满意度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指标则对满意度无显著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前后比较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搬迁后

非农收入的提升,拓展了移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加了移民的生计多样性,有利于移民生计稳定和收入增加,因此非农收入越高,

表明移民的生产方式随着搬迁进行适应性调整,可能会提高移民的政策满意度。产业帮扶政策落实情况指标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

是,产业发展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且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和就业吸纳能力,能够促进移民角色转变和收入渠道

拓展,更好实现减贫增收。实地调研也证明,哪个地方的产业帮扶到位,哪个地方的移民就可以广泛参与种植养殖、加工、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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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乡村旅游、农家乐等,移民生产经营广、就业效果好,增收就快,进而满意度高。农业生产方式适应指标对满意度无显

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一般情况下,移民易地搬迁的地理距离都不远,基本上都在本县本乡镇范围内,搬迁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方

式没有较大差异,所以移民不存在明显的农业生产不适应情况,因此该指标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第三,社会融入适应因素对移民

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衡量指标人际交往和社区融入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人际交往指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原

因在于,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交往的程度越频繁,移民的适应程度就越高,这种新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附带的资源、信息,对移民务

农、外出务工或参与非农经营等生计适应活动选择有较大影响,可以有效降低移民的生计脆弱程度,进而提升移民对扶贫搬迁政

策的满意度评价。社区融入指标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政府在安置社区管理方面配备了专门的人员机构,能够有效地对

接移民的各类问题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调研发现,有安置社区根据移民需求,开设了更精准的就业培训

课程,移民参与度和获得感更强,与以往被动地接受一些扶贫项目和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和效果差别很大。因此,移民越好地融入迁

入地安置社区,所能得到的社区各类支持和服务就越容易,移民的满意度也会相应提高。综上,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2.政治信任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构成政治信任因素的执行主体信任、执行过程信任、政策

绩效信任、未来预期信任均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执行主体信任和政策绩效信任重要性分别为 13%

和 7.6%,对满意度预测贡献较大,执行过程信任和未来预期信任两个变量重要性相对较小。第一,执行主体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

可能原因是,干群关系良好一方面有利于移民通过干群互动交流更好地了解易地扶贫政策,坚定移民脱贫致富决心,另一方面便

于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准确掌握移民家庭现实困难、致贫原因和脱贫短腿,方便因户施策,有效帮扶脱贫。第二,执行过程信任有

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过程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正能够有效降低扶贫矛盾和争议,避免政策执行难困境,增进移民对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和认可度。第三,执行绩效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部分贫困户在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大力扶

持下,通过积极参与相关扶贫项目实现减贫增收,扶贫搬迁带来的实惠越多、改善越大,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认可程度就越高。第

四,未来预期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移民借助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致富的意愿越强烈,会更愿意了解参与易地扶

贫各项扶助性措施,拓展生计渠道,对扶贫政策的良好预期,会提升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水平。综上,研究假设 H2 得

到验证。即政治信任程度越高,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也越高,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8,9,30],也与调研中被调查

移民所反映的情况相一致。 

3.家庭人口特征和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1)家庭人口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平均文化程度、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四个变量均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文化

程度变量重要性相对较大为 5.9%。第一,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移民家庭平均文化程度的高低,表明

了家庭整体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对政策认知和接受能力更高,运用家庭生计资本禀赋越合理,积极主动参

与政策项目的实施从而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也更强,从而促使其对政策做出较高评价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也印证了扶贫应先扶

智扶志的扶贫策略,与很多关于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4,31,32]

。第二,户主性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女性

是当前留守农村的主力,相比外出务工较多的男性,留在农村家中的女性通常能够更直接地接触易地扶贫政策和感受帮扶带来的

好处,因此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更好。第三,户主年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移民,其劳动能力与经济收入

均有限,更依赖于家庭或社会养老,因此政府实施的易地扶贫措施对他们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益。同时,老年贫困群体通过搬迁

前后比较,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扶贫政策红利[32]。因此,年龄较大的移民对易地扶贫的满意度较高。第四,户主婚姻状况有

显著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本研究调查移民中的已婚、离婚或丧偶、未婚占比分别为 69.9%、20.5%和 9.6%,已婚家庭占比绝大

多数,这也意味着可以更多地由男女双方共同分担脱贫压力,对扶贫政策更加容易认知和接受,更有信心依靠共同努力尽快脱贫

致富,因此拉升了对易地扶贫搬迁总体满意度。(2)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安置点地理位置、

经济水平两个变量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两个变量的重要性均不大,分别为 3.7%和 2.7%。第一,安置点地理位置有显著

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距离乡镇政府越近的安置点的移民,对政策反应速度更快,对扶贫搬迁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也会优于距离较远安置点的移民,使得扶贫搬迁的期望值和满意标准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可及性等原因,地理位置优越的安

置点,各类产业发展更具有先天优势,移民就业渠道更多,有利于收入增长,因此满意度也更高。第二,安置点经济水平有显著正向

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移民安置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当地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类技能培训也更多,也能够比安置在经济发展

程度低的安置点移民获得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生产、生活、就业的选择渠道也更加多样,有利于个人脱贫增收,因此满意度



 

 9 

会更高。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适应、政治信任对易地搬迁政策满意度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较高,移民的平均政治信任程度较高,而平均社会适应程度处

于一般状况;第二,社会适应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尤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满意度预测作用最大,移民在搬迁后的

生活越适应、生产越改善、人际越融入,其总体的社会适应程度越高,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越满意。第三,政治信任因素对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移民对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越信任、对执行成效和未来预期越满意,越倾向于对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做出肯定评价;第四,家庭人口特征安置点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家庭人口特征中的户主

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均影响显著,户主为女性、户主年龄越大、已婚、家庭平均文化程度越高的

移民家庭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评价越高;安置点特征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安置点地理位置较优越、经济水平较高,

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越高。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提高移民社会适应性。(1)促进移民生活适应性。提升信息资源、公共服务的资源可及性,在加强水、电、路、讯等硬

件条件建设的同时,着力强化宽带网络建设、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等软件条件建设,为移民生活和就业等创造

良好环境条件。(2)促进移民生产适应性。加大产业精准帮扶力度,提高扶贫项目针对性,精准实施“量身定制”式帮扶,结合移

民自身特点和当地资源优势,选择适宜的产业项目,尤其是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等贫困人口能够受益

的产业,加强对市场好、辐射面广、带动力强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扶贫车间,促进劳动力就地就业。精准引导劳务输出,要

加强用工供需对接和异地就业帮扶,针对用工需求定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移民外出务工。(3)促进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

融入性。构建和完善安置社区移民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在维持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各类专业合作社、

专业协会、乡村文化组织等,扩展移民农户异质性网络,增加移民获取各类信息、资源的途径,加深与迁入地居民的情感认同,推

动提升移民社会融入程度。 

第二,增强移民政治信任度。(1)提高政策宣传力度。继续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宣传解读,尤其是与当地移民紧密联系的政

策和项目的相关内容、标准、参与要求、申请流程等要精准解读和服务,提高移民对政策的理解、对干部的信任和对政府工作的

认同,方便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着力释放政策效应。(2)规范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干部的教育与管理,提高基层干部

政策水平,推动基层组织公开公平、民主公正地实施国家各项扶贫政策,获得移民对政策执行人员、执行过程和实施绩效的信任

度,以管理规范、诚信有序的基层组织建设获取移民的政治信任,激发移民对易地扶贫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进而提高移民易地

扶贫参与度和满意度,更好地把扶贫红利落实到位。(3)提升社区管理服务。配齐配强安置社区管理机构和人员,近距离精准把握

移民困难和实际诉求,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和帮扶方案。同时,依托社区服务功能,推进政府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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